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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reasons why China's birth 
control policy has carried out for a long time. We point out important factors to stymie policy reforms, 
including the lack of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obstruction of bureaucracy and vested interest groups, 
the fear of the compensation for losers and reluctant minds to admit mistakes,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se factors interweave and result in China’s draconian birth control policy 
lasting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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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由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中國大陸的人口控制政策長期持續的問
題進行深入探討。我們指出，社會科學知識之不足和爭議（由而產生的意
識形態僵化），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政府官員懼怕補償受損者由
而產生的不敢承認錯誤的心理，以及無法及時糾錯的政府治理機制，這些
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國大陸的人口控制政策持續至今。

關鍵詞：中國大陸、計畫生育、人口政策改革、低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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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根本上說，發展的不竭力量蘊藏在人民群眾之中。9億多勞動
力、1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有專業技能的人才，是我們最大的資源和優
勢。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發展轉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資源和科技創
新…」（新華網 2016）。2016年3月5日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人的作用這一正面表述，與中國大陸政府仍在強制實
行的計畫生育政策（俗稱為「一胎化」）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大陸於
1980年開始實行的計畫生育政策，是人類歷史上最獨特、最嚴厲的人口
控制政策。經過長達三十餘年的實施，直到最近這一政策才出現一些重
大改革，但控制人口成長的政策本質未變。
自1978年底改革開放始，中國大陸的經濟、政治、社會等所有層面

都已進行深刻的改革，但是唯獨人口政策―計畫生育―經三十餘年而不
衰，即使理論和經驗業已證明這一政策對經濟、社會乃至中華文明的永
續發展有非常不利的影響（Greenhalgh 2003; Wang 2011; 梁建章、李建
新 2012; 易富賢 2013; 梁建章等 2014）。這一現象值得深究。
本文由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利用政策改革（policy reform）的分析

架構，1 將中國大陸錯誤人口政策的長期存在歸納為以下原因：社會科
學知識之不足、以及由而產生的意識形態僵化（ideology），官僚和既
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政府官員懼怕補償受損者由而產生的不敢承認錯誤
的心理，以及無法及時糾錯的政府治理機制。文章餘下的結構安排如
下：第貳部分是文獻回顧；第參部分簡述「計畫生育」政策的內容及其
社會經濟後果；第肆部分詳細討論強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延續至今的原
因；最後是結論和政策建議。

1. 這一分析架構在第肆部分予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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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中國大陸計畫生育政策的實施引發廣泛和長期的關注，但是僅有少
數文獻討論了為何此人口控制政策持續如此之久。
在出生率低於正常替代率的國家和地區紛紛推出鼓勵生育政策的背

景下，Wang et al.（2013）從政治結構的角度討論了「一胎化」政策的
形成和持續。首先，經濟發展是毛後執政者的合法性基礎，控制人口則
能快速達成預先設定之人均GDP目標。其次，將控制人口併入官員績效
評估體制，促使地方官員為職涯考慮而必須強制執行人口政策。第三，
因實施計畫生育政策而形成的龐大官僚機構和官員，是既得利益集團，
他們會抗拒改革。
黃文政、梁建章（2013）由知識傳播的維度討論計畫生育何以長期

實施。作者指出，錯誤的借用西方的社會科學知識、全面持久的政策宣
導、似是而非的理論與經驗結合、薄弱的社會科學研究能力等，導致中
國大陸社會完全接受計畫生育政策的官方話語，至今沒有完全放棄該政
策。
劉驥等（2014）主要從意識形態出發，認為計畫生育政策是革命和

發展的理念及其經濟戰略的依附政策。國家政治精英的理念決定了計
畫生育的實行和延續。「這種孕育於計畫經濟體制的理念，以科學話語
（discourse）下的悲觀人口理念做先導，在民族強盛與趕超發展的戰略
目標誘導下，利用黨國體制而逐漸建立起來的一套生育管控制度」（劉
驥等 2014, 10）。具體言之，「一胎化」政策是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六組
理念（發展代替革命、計畫先於運動與市場、科學取代傳統、國家優於
家庭、民族國家取代種族、男權壓倒女權），在同一方向強化建構的產
物。而「國家」話語主導建構的人口「危機」賦予了「一胎化」合法
性；危機本身，則來源於政治精英在發展問題上的急切願望與強烈焦慮
（劉驥等 20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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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文獻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分析，但中國大陸的強制性人口
政策影響廣泛、持續長久，非某一單一因素所致。意識形態因素重要，
但會隨領袖逝去而衰落；中國大陸自實行計畫生育政策以來，已歷經三
代領導人，但是為何相應的政策改革仍然不斷被拖延？既得利益集團擔
心利益受損而阻礙改革，具體的利得是什麼、又如何分佈？在中國大陸
高度集權的政治體系內，地方官員對中央的改革政策即便有所抗阻，最
後還是會推動，人口政策亦復如此，那麼為何中央不進行政策改革？另
外，中國大陸已改革開放多年，基本可以同步瞭解世界上最新最好的社
會科學知識，鼓吹改革計畫生育的學者也已在國內形成群體，2 為何控
制人口的政策仍沒有被完全揚棄？這些重要的問題，仍有待回答。
作為對既存文獻的補充，本文藉由政策改革分析架構，更全面地詮

釋中國大陸強制性人口政策長期存在的原因。

參、中國大陸「計畫生育」政策內容與社會經濟後果

一、「計畫生育」政策主要內容與改革
中國大陸強制性人口控制政策（即關於一對夫婦一生可以生育孩子

數量的規定）可以細分四個階段。
（一）「一胎化時期」（1980～2012 ）。包括：（1）「一孩政

策」：在大部分地區嚴格實行只能生育一孩，涵括全國城鎮及6省市的
農村居民；這一政策大約覆蓋全國35.9%的人口。（2）「一孩半」政
策：農村地區第一孩為女孩的家庭，可以再生育一個；實施此政策的
區域包括19個省區的農村居民，占全國人口的52.9%；（3）「二孩政
策」：在5省區的農村，民眾普遍可以生育兩個孩子，涉及全國9.6%人

2. 例如，人口專家曾於2004年、2009年先後集體諫言，建議中共中央及早取消獨生子女
政策，但並未被採納。2001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寶昌與復旦大學教授王豐組建
「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他們多次提出調整中國大陸生育政策、放開二
胎生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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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4）「三孩政策」：主要是少數民族地區的農牧民，約占全國人
口的1.6%。
（二）「雙獨二胎」（2011～2013）。自2011底開始，在全國普遍

實行「雙獨」政策，即夫妻雙方皆為獨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兩個孩
子；其中有7個省市的農村地區開始實行「單獨」二孩政策，即夫妻雙
方有一方為獨生子女者即可生育兩個孩子。
（三）「單獨二胎」時期（2013～2015）。2013年12月，在全國實

施單獨二孩政策；其中有12個省市取消或放寬了生育間隔規定，有5個
省區放寬了再婚夫婦的生育政策。以上兩階段被稱為「二胎」過渡階
段。
（四）全面二胎時期（2016～迄今）。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屆

五中全會第五屆中央全體會議通過普遍二孩政策，廢除「一胎」政策，
自2016年元旦起全面放開生育二孩。
從｢一胎化｣到「全面二胎」，中國大陸人口政策的調整，與長期推

行人口控制政策產生之負面影響的逐步顯現有關。人口紅利的消失、不
斷出現的「民工荒」、「用工荒」、「未富先老」的高齡化社會提早到
來等等，使中共中央對人口政策漸次鬆綁。但是，迄今為止的政策調整
未脫控制人口的本質，民眾生三孩或以上仍被明文禁止，生育自主依舊
被壓制。

二、「一胎化」政策的社會經濟後果
中國大陸強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引發許多非常不利的後果，這些後

果可以概括為人口危機（生育率遠低於正常更替水準）；出生性別比嚴
重失衡；獨生子女和失獨家庭引發的社會問題；以及年輕人口銳減對經
濟發展的負面影響等。
（一）生育率遠低於替代水準
生兒育女很大程度上是經濟行為，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隨著經濟

發展和收入水準提高，以及女性受教育年限增加，生育的機會成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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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增大，若無政府提供福利和補貼，女性生育率必然降低。中國大陸
在1970年代後期，總合生育率已經由1960年代的5.8降至2.2的更替水準
左右（參見圖一），3 完全沒有必要推行強制性人口控制政策。「一胎
化」政策強制實施帶來的高成本（如超生罰款、開除公職、戶口限制等
等），以及經濟發展帶來的女性生育機會成本提升，會更進一步增加民
眾生育成本，這是中國大陸人口轉型特別快速、生育率在短時期內即下
降到人口更替水準以下的根本原因。

圖一　歷次人口普查之總合生育率（1970～2015）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7）；Wang（2013, 175）。

2010年中國大陸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生育率只有1.18，

3. 生育率（fertility rate）是指一個女性終生生育孩子的數目。替代水準是指一對夫婦生
育幾個孩子才能剛好替代自身。一般而言，美、日等已開發國家的人口替代水準是2.1
或2.2；這些國家由於社會福利制度和相關政策更完善，如此的水準即可以實現替代。
中國大陸正在轉型時期，各項配套制度安排和福利體系尚未完備，替代水準大約在2.6
左右。換言之，一對夫婦要生育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孩子，中國大陸才會實現人口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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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總和生育率僅為1.05，遠遠低於2.2

這一最低的人口替代水準，中國大陸已經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之一！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的更嚴峻情勢是，中國大陸15～49歲
育齡女性人口在2011年達到頂峰後開始負成長。2015～2025年，中國
大陸22～29歲處於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數量將萎縮42%；2014～2024年，
23～28歲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數量將從7,387萬降至4,116萬（Wei, and Liu 

2015; 梁建章、黃文政 2013）。除非中國大陸政府採取積極的鼓勵生育
政策，否則中國大陸人口銳減的趨勢必不可免！依照目前的人口成長
率，到本世紀末（2100）年中國大陸總人口數約為4.6億，到2200年僅
剩6,800萬人（易富賢 2013）。
（二）出生性別比率失衡
出生性別比意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出生嬰兒中，男性對女性之

比的域值。一般而言，每出生100名女嬰，對應之男嬰出生數目介於
102～107之間，這一數值範圍也被視為出生性別比是否正常的判斷標準 

（United Nations 1955）。由圖二可以看出，在1980年以前，中國大陸
的出生性別比處於正常水準，自「一胎化」政策實施後，出生性別比開
始嚴重失衡。2005年出生性別比超過120，2009則為119.45；農村地區
甚至高達122。出生性別比偏高意味男性人口多於女性人口。據估計，
中國大陸現今青壯年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大約多出三千萬人，這一龐
大人口的婚配壓力已成為重大、棘手的社會問題（Cameron, Meng, and 

Zhang 2019）。
而且，由於男多女少，中國大陸的女性必須生育更多，才能使人口

接近替代水準。因此，唯有全面實行積極有效的鼓勵生育之政策，才能
減輕性別失衡及人口劇減引發的潛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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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中國大陸近年之出生性別比變化（1949～2010）

說　　明：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為人口普查資料；1987年、1995年與
2005年為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17）；魏志純（1986）；張翼（1997）；孫紅、
桂江豐（2008）。

（三）一孩家庭與失獨家庭
Wang etal.（2011, 123-124）以2005年1.1億的35～44年齡區段的女

性的研究顯示，2005年這些女性超過40%只生育了一孩。若每一個已
婚女性代表一個家庭，則這一年齡組中近五千萬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
（Wang, Cai, and Gu 2013）。王廣州（2013, 57-65）估計，到2010年全
國獨生子女家庭1.45億以上。陳恩（2013, 102）估計截至2010年，全國
1980年後出生的獨生子女數量約為1.67億。易富賢（2013, 209）認為，
1975～2010年間中國大陸共誕生了2.2億名獨生子女。
獨生子女面臨的各種問題和一孩家庭的養老負擔，已然成為潛在的

社會問題。更無法彌補的損失是那些失去獨生子女（以下簡稱：失獨）
的家庭。有關失獨家庭的真實數據還不確定，且不同研究呈現的數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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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很大。官方資料顯示失獨家庭在2008年為33.2萬，2011年為54.3萬，
2012年上升至67.1萬（全國人口和計畫生育事業發展公報 2016）。另有
研究指出，到2020年，35歲及以上失獨婦女總量在180～320萬之間；隨
著全面二孩政策的放開，預計35歲及以上失獨家庭總量在2038年達到
258萬（王廣州 2016, 5）。無論如何，對任一失去摯愛的家庭而言，都
將面臨一生的巨大創傷。
（四）老年人口劇增和勞動人口損失
長期低生育率和人口壽命延長，使中國大陸的人口結構迅速老化。

2014年中國大陸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已增加到15.5%（中國統計年鑑
2017）。到2050年65老年人口為3.34億，占總人口的23%。其中，最需
照料的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將從2005年的1300萬迅猛增加到2050年的
一億以上（United Nations 2005）。
人口結構老化的產生兩個直接問題：養老成本增加和勞動供給減

少。首先，勞動數量相對於需要撫養的老人數量迅速減少，導致整個社
會的養老成本和稅收增加。中國大陸在未來20年內將成為世界上老齡化
和養老負擔最高的國家之一。中國大陸在2000年時的老年撫養比為0.11

左右，即每一個勞動年齡人口只需供養0.11個老年人；2020年這一比例
將上升為0.18；2050年的撫養比將成長為0.42，（曾毅 2005）。其次，
子女照顧老年父母的負擔加重和機會成本上升，使其勞動參與率及勞動
時間減少，從而降低勞動供給（曾毅、王正聯、陳華帥 2011）。從2011

年開始，中國大陸的勞動年齡人口即出現負成長。若將勞動年齡設定
為16～60歲，則自2011～2016年中國大陸勞動人口減少3,325萬（中國
統計年鑑 2017）。由於中國大陸超低的生育率，15～24年齡組勞動人
口是下降最明顯的群體，將由2006年的1.2億，下降到2020年的6,000萬
（郭晉暉 2016）。新近研究指出，到2040年人口老化將造成中國大陸
約九千萬勞動年齡人口的淨損失（World Ban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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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國大陸為什麼仍不放棄控制人口的政策

在討論後進國家的政策改革或制度變遷為什麼常常流於失敗時，
Lin（1989）、Krueger（1993）歸納出以下幾項原因：領導者自行其是
的權力及其偏好；意識形態的僵化；官僚的自利行為；利益集團的反
抗；社會科學知識的缺乏。這些因素後來被總結為政策改革的分析框架
（Lin, and Nugent 1995）。將這一政策改革分析架構應用於中國大陸的
人口政策，並結合其現實因素，我們把計畫生育這一強制性人口控制政
策全面改革受阻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幾點：錯誤社會科學知識的流行、
意識形態的僵化、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團（vested interest groups）的阻
礙、擔心受損者抗爭和補償而產生的政府卸責（shirking）、政府治理
（governance）機制的局限。茲分別闡述之。

一、錯誤社會科學知識的流行
類似於自然科學知識的進步減少了技術創新成本的情形，政策

改革及有關制度知識的進步往往與社會科學知識的累積有關（Ruttan 

1984）。社會科學知識不足可能使一個社會無法建立正確的制度安排。
關於人口和經濟成長兩者的關係，西方學術界在1970年代有很多悲

觀的看法，認為人口增加會減少人均資源和人均產出，因此需要限制人
口（Meadows etal. 1974）。但到了1980年代，經濟學家已做出嚴謹的研
究，指出人口成長對經濟具有負面影響的論斷是錯誤的（Gale, and Lee 

1987）。4 可是，在完全沒有嚴格社會科學論證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的
政策制訂者即把西方錯誤的理論當真經來唸，認為人口多是國家經濟落
後的原因，把人口看作是經濟發展的負擔，主張用行政手段限制生育。
時至今日，這種錯誤知識仍徘徊在一些主政者與知識精英腦海中。5 學

4. 轉引自趙耀輝（2016）。
5. 根據學者黃文政、梁建章（2013b）的記載，2012年10月，蔡昉、李建民等中國大陸
二十多位知名人口學者出版《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一書，認為2010年
中國的生育率有1.5，如果全面放開二胎後，前幾年生育率會大幅反彈到4.4以上，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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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曾指出了中國大陸的人口政策缺乏社會科學嚴謹論證的原因：

一是計畫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可能在客觀上壓縮了不同
觀點的討論空間；二是學術界內部缺乏有效機制讓不同的獨立研
究成為決策的科學依據；三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相對落後，尤其
在早期缺乏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能力；第四，中國是個
內部同質性極強的國家，一種觀念一旦形成都會具有巨大的慣
性…。而且，中國是一個如此龐大而且歷史悠久的國家，人們對
國家層面的決策存在著天然的信任。最後，支持嚴厲化計畫生
育的幾乎所有理由沒有一個是站得住腳的…但是，當一件事情錯
得過於離譜時，人們反而更難相信它是錯的。這是因為承認它的
錯誤意味著需要承擔更大的理智和情感的代價（黃文政、梁建章
2013a）。

二、意識形態的影響
中國大陸「一胎化」政策的持久性，也與政策制定者意識形態的

僵固有關。意識形態是一種世界觀，表達了人們對所處社會之勞動分
工、所得分配以及制度結構是否合意的信念。6 意識形態與一般的看
法與信條（outlooks and creeds）、思想體系和思想運動（systems and 

movements of thought）的區別，是其訴求的目標高度清晰、簡明，並且
常伴隨著權威的支持和明確的宣導（Shils 1968; Lott 1999）。

人口會在2014年突破14億，在2044年達到15.35億的峰值。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
院院長程恩富繼2009年之後，2016年又發表了〈嚴格計畫生育，較快遞減人口到大約
5億左右〉的觀點。他認為，只有繼續厲行獨生子女政策，「才能在100年內趕上發達
國家」。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中國人民大學侯東民等學者也認為，目前仍應堅
持實施嚴格的「一胎化」政策。另外，大陸知名財經專欄作家、意見領袖葉檀2012年
8月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連續八次為文討論人口問題，也主要由人均資源
角度，主張計畫生育要維持，要控制中國大陸人口。仔細分析這些精英的論點，會發
現他們的分析都是基於完全錯誤的數據和理論架構而得到的。

6. 意識形態最早由De Tracy於1796年提出，並將之稱為「理念的科學」（science of 
ideas）。後來一般認知是，意識形態是具有符號意義的信仰和觀點的表達形式，它以
表現解釋或評價現實世界的方法來形成動員、指導、組織和證明一定的行為模式或方
式，並否定一些行為模式或方式。請見MacRae（1987, 278-279）；Bealey（1999, 157-
158）。有關意識形態的各種定義及分類，請見Hinich and Munge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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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國家政治精英的理念決定了計畫生育的實行和延續。
「這種孕育於計畫經濟體制的理念，以科學話語（discourse）下的悲觀
人口理念做先導，在民族強盛與趕超發展的戰略目標誘導下，利用黨國
體制而逐漸建立起來的一套生育管控制度」（劉驥等 2014, 10）。透過
各種形式各種手段的宣傳、教育（例如各級學校、行政機關、法規制
訂），數十年來強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經變為中國大陸社會的「共
識」，幾乎每個人都認為中國大陸「人口多、底子薄」，所以要控制人
口成長。7

即使計畫生育已成為中國大陸政府和社會的意識形態，但作為一種
世界觀，當經驗與意識形態不一致時，意識形態終究會改變。同時，意
識形態的影響依附於領導者個人，當領袖死去或執政者更迭，政策改革
通常也會隨之發生（North 1981, 31）。自計畫生育推行以來，中國大陸
的主要領導人已歷經三代（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在人口發展早
已陷入低生育泥淖，出生率遠低於更替水準的情況下，政策改革（全面
二胎之實施）終究發生了。

三、委託－代理問題：官僚之阻礙
政治企業家或統治者必須雇傭官僚作為代理人幫助其治理國家。然

而，官員與政治企業家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縱使政治企業家對代理
人實施監督和意識形態教化，訊息成本也使代理問題不能完全消除，國
家政策可能會被官僚扭曲。若政策收益被官僚攫取的話，新的制度安排
就不容易建立（Cheung 1982）。有時，官員甚至暗中削弱和破壞中央
政策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因為改革可能使其在現存制度下所享有的租金
（rent）消失（Winiecki 1990）。這些都增加了改革的成本。

對人口控制而言，一旦相關機構組織成立，其利益相關者（管理者
和專業人事）就會形成一個天然的集團 ，有强烈的意願為計畫生育的

7.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1981年的「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
青團員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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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辯護（Demeny 1987）。在中國大陸計畫生育政策實施過程中，
兩類官僚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以下簡稱：衛健
委）等中央層級的官僚和執行人口政策的基層官員。8 這些人是政策改
革的潛在受損者，因而成為改革的阻礙。他們對阻撓政策改革的相關行
動可總結為兩方面：一是衛健委官員爭功諉過、怯於擔當責任，不時以
錯誤資料誤導社會大眾、拖延改革；二是各級衛健委部門及其官員對生
育罰款（謂之曰「社會撫養費」）的依賴。
（一）衛計委爭功諉過拖延改革
衛健委表現出的行為是不敢擔責任、爭功諉過，不時以錯誤之數據

迷惑大眾、拖延改革。同時，該部門在相關公共政策制定中也存在討論
不周全及規避承認錯誤的問題。
自上世紀80年代初期實行計畫生育以來，中國大陸誕生了一個龐大

的官僚機構－計畫生育體系。衛計委官員不斷高估和誇大計畫生育政
策的效果和成就。例如，不斷強調計畫生育政策的實施使中國大陸少生
四億人。實際上，中國大陸出生率的快速下降，並非是「一胎化」政策
實行後才有的。在1970～1979年，透過普及避孕、節育藥具和技術，並
推廣優生優育等措施，中國大陸的總和生育率已下降了50%，接近正常
的人口替代水準（見圖一）。此十年間，實行的人口政策是「晚、稀、
少」（晚婚、生育間隔、少子女數）的政策，而非強制「只生一個孩
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生育率的明顯下降發生於1987年後。而
1987年至今的三十年，正是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最快、收入和生活
水準上升最快的年代（王豐、蔡泳 2010）。早在1990年代，學者就嚴
謹地估算出中國大陸強制性人口政策的效應。假若完全沒有計畫生育
機構，中國大陸每個農村家庭大約會多生0.25個孩子（Schultz, and Zhen 

1995）。同樣地，如果中國大陸沒有任何超生罰款，一個農村家庭可能

8.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該委員會在2003年
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2008年改組為國家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2018
年又改組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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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生0.33個孩子（McElroy, and Yang 2000）。這兩項研究表明，計畫生
育政策儘管在農村得到了嚴格的執行，但其對人口數量減少的實質「貢
獻」並不大。中國大陸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經濟發展所致。另一方面，當
中央領導已經認識到中國大陸人口危機並改革人口政策時，衛健委官員
仍一再強調計畫生育的「利益」，非常負面地看待人口發展，這其實已
經違背了中央的意圖。
多年來，各種證據一再顯示中國大陸早已經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但是，衛計委仍以誇張不實的數字迷惑社會大眾，誇大自身在人口減
少中的作用，阻止全面改革。例如，國家衛健委官員一直宣稱，2010年
以來中國大陸總和生育率在1.54～1.64之間，並預測「二孩政策」將會
使總和生育率上升至1.8。但實際情況完全相反，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
的數據，2010～2014年，中國大陸的平均生育率只有1.2，2016年以來
總和生育率則為1.25。「二孩政策」後中國大陸的出生人口不增反減：
2018年比2017年減少了200萬，2019年比2018年減少了58萬。
表一詳細羅列了近年衛計委官員的說辭，可以發現其所用數據與實

際調查結果有很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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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主管部門官員以不實數據迷惑社會大眾之例子

官員或機構宣稱數據 實際之人口數據
1. 2013年11月11日，衛健委新聞發言
人、宣傳司司長毛群安表示，40多
年來計畫生育政策累計少生了4億多
人，大大減輕了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
環境帶來的壓力。
2. 2015年11月5日，衛健委基層指導
司司長楊文莊，聲稱實際生育率介於
1.5～1.6。
3. 2016年11月26日，國家衛計委副主
任王培安稱，2010年以來，中國總和
生育率在1.54～1.64之間波動。全面
兩孩政策實施近一年，累積的生育勢
能釋放還需要時間，預計「十三五」
期間總和生育率將在1.8上下波動。

1. 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中國2010～2014
年的生育率分別為1.18、1.04、1.26、1.24、
1.28，平均生育率只有1.2，最高值也僅為
1.28。
2. 衛健委這一估計的核心假設之一，是中
國的總和生育率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保持
在1.8，即每個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1.8個子
女，而且這一指標仍將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不
變。
3. 若生育率確實有宣稱的如此高，那意味
著2015年耗資不菲的人口普查（1%人口抽
樣）所得出的1.05的資料就漏算1/3嬰兒。

1. 2016年11月26日，衛健委副主任王
培安，根據計畫生育、住院分娩統計
和各省出生人口與孕情資料綜合分
析，2016年出生人口將超過1,750萬，
大致相當於2000年前後的人口出生規
模，與全面兩孩政策出臺時的預判基
本吻合。
2. 2015年10月30日，衛健委副主任王
培安在答記者提問時說，計畫生育是
中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
實行全面兩孩政策後，預計2030年中
國總人口為14.5億人。而實施全面兩
孩政策，短期可以直接拉動對婦幼健
康、嬰幼用品、托幼服務、教育等領
域的消費。長期看，到2050年，15～
59歲勞動年齡人口將增加3,000萬左
右，有利於穩定經濟增長預期。

1 .衛健委在2015年生育意願調查結果顯
示，不願生育第二個子女的人數分別占到
74.5%、61.1%、60.5%。
2. 2016年11月，全國婦聯兒童工作部與北京
師範大學中國基礎教育品質檢測協同創新中
心歷時半年的「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對家庭教
育的影響」調查顯示，生育二孩意願的為
20.5%，不想生育二孩的為53.3%，不確定
是否生育二孩的為26.2%，不想和不確定生
育二孩的家庭合計為79.5%。在發達省份和
城市家庭中，生育二孩的意願相對較低。從
地區來看，北京和東部省份不想生育二孩的
家庭比例最高；從家庭類型來看，城市普通
家庭已有二孩的比例最低，為29.6%，不想
生育二孩的比例為55.9%。
3.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最新數據，至
2016年底16～60歲勞動年齡數量比2011年約
減少3,325萬。
4.以目前大陸的超低生育率，2030年總人口
數不可能為14.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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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或機構宣稱數據 實際之人口數據
1.2016年11月26日，衛健委副主任王
培安指出，現階段全國符合全面兩孩
政策條件的夫婦約有9,000萬對。實施
全面兩孩政策，今後幾年出生人口總
量會有一定程度的增長，最高年份的
出生人口預計超過2,000萬人，這是政
策調整的預期效應。
2. 2017年1月22日，衛健委計畫生育
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表示，依據抽
樣調查的規律，2016年及2017年出生
的總人口中兩孩及以上比重為45%左
右。也就是說，2016年出生的兩孩及
以上總數達到803萬左右。
3. 2017年2月26月，國家衛健委副主
任王培安強調，二孩生育政策效應明
顯。衛健委資料顯示，2016年，醫院
新生兒活產量是1,846萬。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
1,786萬人，比上年多增加131萬人，而這一
年符合二孩的夫婦有9000多萬對。

國家統計局公佈2011年、2012年中
國分別出生了1,604萬人、1,635萬
人，那麼，生育率應該分別為1.46、
1.48。

1.2001～2010年間，中國人口成長應為1,150
萬，但實際上人口成長僅為739萬。《中國
統計年鑒2012》顯示，2011年生育率僅為
1.04。
2.事實上，1994年以來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出
生人數明顯偏高，比如，國家統計局公佈認
為1996年、1997年分別出生2,067萬、2,038
萬，用存活率推算，2010年的14歲、13歲人
口應該為1,995萬、1,968萬，但是，2010年
普查顯示14歲、13歲人口（已經上中學，不
存在漏報）分別只有1,89萬、1,523萬。

資料來源：央視網（2013）；財新網（2010）、（2013）；姚建莉、徐凱文
（2017）；定軍、宇航、鄭曉彬（2017）。

（二）基層計生部門追求超生罰款
在計畫生育政策長期的實施過程中，社會撫養費（或超生罰款）已

成為衛健委官員的一筆龐大收入。這些收入長期游離於中央和民眾的監
督之外，成為灰色收入！如今，要改革計畫生育政策，廢止這些收入，
必要遭遇既得利益者各種各樣方式的阻撓。
社會撫養費的前身「超生罰款」（或稱「計畫外生育費」），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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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初期。2001年始，超生罰款改為社會撫養費徵收，屬於一
項行政收費。表二呈現了社會撫養費的演變過程。為何要徵收社會撫養
費呢？國家衛健委的邏輯是，社會撫養費是超生者對社會的經濟補償，
因為多出生人口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超生者增加了社會、經
濟、環境資源的壓力和負擔，所以必須對社會作出補償，而在市場經濟
條件下，補償方式採用貨幣補償（林韻詩 2013）。

表二　社會撫養費之演變
時間 機關 內容
1980年2
月

廣東省率先通過了《計畫生
育條例》

規定對不實行計畫生育的夫婦徵收超
計畫生育費。隨後，貴州、湖北、山
東、天津等地都制定了相關條例，將
收費定性為行政處罰。

1996年5
月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明確徵收計畫外生育費不是罰款。

2000年 財政部、原國家計畫生育委
員會聯合下文

要求各地將計畫外生育費改為社會撫
養費，並明確社會撫養費是一項行政
性收費。

2 0 0 1年
12月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人口
與計畫生育法》

其中規定，違規超生者「應當繳納社
會撫養費」。同時又規定，具體徵收
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2002年9
月

國務院頒佈《社會撫養費徵
收管理辦法》

規定，徵收社會撫養費，應分別以當
地城鄉居民年人均收入為參考標準，
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準和超生子
女數量，彈性確定徵收數額。這就賦
予地方政府極大的自由裁量權。

資料來源：林韻詩（2013）；中國網（2013）；及作者整理。

現實中，社會撫養費收費標準由地方決定，基層（縣級）計生部門
負責徵收和使用。因社會撫養費不屬於正式財政收入，其徵收標準差異
大，基層政府又擁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因此產生巨大的尋租空間（謝
良兵、呂向榮 2013；王亦君 2013；舒泰峰、李涵雯 2013）。實際的情
況是，除一部分用於宣傳教育、獎勵扶助、失獨家庭救助等事項外，大
部分的社會撫養費用於各種人事和福利支出。社會撫養費的徵收任務被
層層攤派，收支管理不規範；漏報、截留、挪用社會撫養費的現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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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皆是；有些地方把約80%社會撫養費返還鄉鎮，鄉每年獲得的計生經
費，與上年度徵收的社會撫養費總額掛鉤。部分地方還以超生罰款給計
生單位發獎金。表三總結了各地方對社會撫養費之規定，附錄則列舉了
國家審計署對九省45縣2009～2012年間「社會撫養費」收費狀況審計結
果。
事實上，按比例返還社會撫養費已被中央明令禁止，但審計結果顯

示，五個縣仍以社會撫養費徵收數額為基準，按照一定的比例向計生部
門和徵收單位撥付計生經費。向鄉鎮返還的比例，最高可達90%。而徵
收的社會撫養費除用於計生工作外，大多用來支付勞務費和計生幹部
薪酬、福利。例如，有的鄉鎮計生幹部每年領取手機費、差旅費、簽到
費、會議費、「新農保」工作獎勵等各類補貼、津貼均來自徵收的社會
扶養費（張慶寧 2014a、2014b）。

表三　「社會撫養費」：不同地區之規定（單位：萬元人民幣）

省區 金額 所繳納費用為該地每年平均
所得之倍數

2012社會撫養費總額

北京 329000 10 40524
遼寧 204000 10 9100.09
內蒙古 204700 10 16067
雲南 185800 10 22046
新疆 124100 8 --
四川 143200 8 245014
廣東 161400 6 145600
重慶 121500 6 165000
湖南 120500 6 135386
陝西 109500 6 --
寧夏 105500 6 1253
天津 134600 5 --
廣西 94300 5 86321
安徽 93000 5 --
吉林 89000 5 6771
貴州 82500 5 --
浙江 123900 4 --
江蘇 105400 4 --
山東 9120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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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區 金額 所繳納費用為該地每年平均
所得之倍數

2012社會撫養費總額

海南 73500 4 2498
青海 62400 4 350.48
江西 61200 3.5 338618
上海 108700 3 3645
福建 74700 3 207686
湖北 55100 3 79817.12
河南 54600 3 159856
河北 45700 2.5 136185
山西 27500 1.4 --
甘肅 7500 0.5 --
黑龍江 10000 -- 4294
西藏 3000 -- --
說明：--表示缺乏數據。
資料來源：網易新聞（2013）；魏銘言（2013）；林佳慧（2013）；新華網

（2013）；及作者整理。

四、政府卸責：擔心政策受損者的抗爭和補償
政策改革或制度變遷會在不同選民間重新分配財富和權力。如果變

遷中受損者得不到補償，他們將強烈反對制度改革，導致有益社會的
政策改革失敗（Dewatripont, and Roland 1992; Dixit, and Londregan 1995; 

Fernandez, and Rodrik 1991）。同樣，若懼怕對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受損
者進行補償，或者受損者是政治企業家賴以支持的集團，則政治家會因
害怕自己權力基礎受侵蝕而不願意進行改革。
中國大陸人口政策改革的複雜性在於，除了衛健委官員等政策改革

的潛在受損者之外，還有更大一部分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受損者，即那些
被嚴格執行「一胎化」政策的城鎮人口（其中絕大部分是政府企事業單
位中的公職人員），這些人是中共政權的主要支持者和維護者。若中共
政府承認人口政策的錯誤，並完全放棄計畫生育政策，該如何面對這些
人的抱怨，他們效用損失如何補償？更嚴重的是，那些已經失去獨生子
女、且已無法再生育的家庭，政府又該如何彌補他們失去摯愛的巨大傷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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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考慮到這種局面，政府官員選擇畏縮。這是中國大陸人口政
策改革一直被拖延的重要原因之一。9

五、政府治理機制的局限
政府治理機制是監督官員或施政的一組制度安排（Fukuyama 

2013）。無論將中國大陸現行的政治體制歸納為「區域分權的威權體
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regime）（Xu 2011），還
是看作「分權的威權主義」（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Landry 

2008, 3），中國大陸既存政府治理的顯著特徵就是單一的內部治理機
制，缺乏外部制衡（曹海濤 2016）。這一機制的主要內容，是圍繞
「黨管幹部」的人事管理而形成的一組制度安排，包括目標責任制、運
動式之政治操作、意識形態教化等等。此外，為了限制地方主義與派系
主義的發展，中共中央也實施任期限制、退休年齡規定、地方在中央委
員會代表之比例分配、地區迴避和定期輪調等制度，並限制「太子黨」
活動（Li 2004）。
外部治理機制則是指那些從政府體系外部對官員行為施加限制的

制度安排。相關的制度安排可概括為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法治
（rule of law）和民主（democracy）（錢穎一 2003）。市民社會主要是
透過非政府組織、輿論和媒體等方式約束國家或統治者的行為。法治除
了約束經濟個體的行為外，主要功能是約束國家或政府行為。民主的積
極作用是，對權力的監管和執法；透過定期投票替換不適任之領導者，
民主可使統治者對社會之傷害不致遞延或進一步擴大。
外部機制是中國大陸政府治理中最為欠缺的元素。由於缺乏外部

機制，中國大陸既存的政府治理機制會產生兩方面問題。首先，現有

9. 中國大陸少數地方政府已採取措施對失獨家庭進行關注和資助。最早有所行動的城市
是重慶，目前那裡的失獨家長每人每年能領取3,120元人民幣的扶助金；而鄭州即將把
扶助金的金額從1,200元提高到3,240元。北京每年將為每位失獨者出資2,800元，購買
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綜合性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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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對官員的監管效果不彰。因為它無法有效化解政府科層體系中
「委託―代理」關係的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問題，由
而使得政府官員與民眾、或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誘因不相容（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和責任不對等（disproportionate liability）問題無法改
善。其次，現有治理機制不容易糾錯。由於政策制訂和政府施政缺乏外
部監督，當政策出現不利效果時，社會大眾的抱怨（voice）無法制衡
政府並使其迅速改正錯誤。諾貝爾經濟學得主Sen（1999）曾比較印度
與中國大陸的糧食政策，指出民主的主要好處之一，是使政策不會出現
極端惡果（例如饑荒）；這是因為透過定期選舉剔除不當官員的潛在壓
力，民主能減弱政府政策對社會之傷害。人口政策亦如此。在印度，人
民的反對使政府很快放棄了強制性人口控制政策，而在中國大陸具強烈
威權主義的政府治理機制下，民眾對強制性人口政策的反對被壓制和漠
視（Wang 2011）。

伍、結論和政策意涵

本文討論了中國大陸強制性人口控制政策長久存續的原因。我們指
出，社會科學知識之不足和爭議、意識形態僵化、官僚與既得利益集團
的阻撓、官員懼怕補償受損者由而產生的畏縮心理、以及無法及時糾錯
的政府治理機制等因素，使中國大陸的人口控制政策延續至今。強制性
人口控制政策已使中國大陸陷入深刻的人口危機，並對社會、經濟乃至
中華文明的永續發展產生非常負面之影響。
歷史經驗表明，人口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負擔，推動一個國家長期

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技術創新（以及創新背後的政策）。然而，惟有
人才能產生技術創新，因為只有人才會產生思想（idea）。更進一步來
說，人口多至少有四個好處：（一）人口密度增加能夠帶來更細密的分
工，從而促進生產力提高；（二）人口多易於形成規模經濟，使生產成
本降低；（三）人口多容易形成更大的市場，使交易成本（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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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s）降低。（四）人口多，天才的比率就高，給定其他條件不變（例
如同樣的教育和經濟條件），人口多的社會之研發和創新能力強，技術
進步亦快。
上世紀70年代後期的改革開放肇始時，中國大陸是全世界最貧窮的

社會，每人平均所得尚不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一。此
後，中國大陸以平均9.3%的經濟成長率高速成長了近四十年，使今日之
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9年每人平均GDP達到10,276美元
的上中等經濟體。這一偉大成就之實現，正是充分利用了龐大的人口資
源，發揮民眾非凡的創造力所致。可是，在長期計畫生育的影響下，中
國大陸已陷入嚴重的低生育陷阱，若人口政策不改弦更張，未來中國大
陸人口的極度老化和急劇萎縮難以避免，其後果是經濟長期低迷、國力
衰退，乃至中華文明式微。因此，唯有即刻全面廢除生育限制，並以積
極的政策鼓勵生育，才能為「中國夢」的實現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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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09～2012九省45縣「社會撫養費」收費狀況審計結果　 

                                                                                                  （貨幣單位：人民幣）

地區 超生人口及
社會撫養費
（含以前年
度計畫外生
育）

社會撫養費徵收中的主要問題 被截留及挪用之
社會撫養費用途

重慶市
開縣、
銅梁、
酉陽、
忠縣、
石柱等5
縣

其中計畫外
生育 3 . 8 2萬
人。
5個縣共向
5 . 9 6萬人徵
收社會撫養
費9.25億元

社 會 撫 養 費 徵 收 標 準 不 統 一 。 
徵 收 單 位 自 由 裁 量 權 過 大 。 
社會撫養費實際徵收到位率普遍較低。 
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中的不規範問題較
為嚴重。違規下達社會撫養費徵收指
標。社會撫養費6821.87萬元未按規定
及時繳入國庫管理，部分資金被挪用。
如忠縣財政局2009年至2011年分別滯
留1,936.44萬元、1,657.94萬元、8.27萬
元。
按社會撫養費徵收額的一定比例下撥鄉
鎮財政補貼。截至2012年5月底，酉陽
和忠縣等2個縣仍有1,017.23萬元社會撫
養費留存在財政專戶管理。

酉陽縣龍潭鎮為
完 成 「 綠 化 長
江、重慶行動」
活動任務，2010
年10月挪用24萬
元社會撫養費作
為捐款上繳，至
2010年底歸還。

2009年至2012年5月，5個縣以社會撫養
費徵收數額為基準，按照50%至70%的
比例向鄉鎮下撥財政補貼4.44億元。

甘肅省
皋蘭、
環縣、
民勤、
山丹和
金塔等5
縣

3,833人。
5個縣共向
4,268人徵收
社會撫養費
2 , 7 4 5 . 8 1萬
元。

社會撫養費徵收標準不統一。類型計畫
外生育行為的計征倍數差距較大。徵收
單位自由裁量權較大。部分鄉鎮為完成
社會撫養費徵收任務，用其他資金墊繳
社會撫養費。個別鄉鎮提高標準徵收社
會撫養費。社會撫養費資金管理不規
範、上繳不及時，存在坐支問題。檔案
管理不規範。未嚴格執行規定的徵收程
式；部分縣違規按社會撫養費徵收數額
的一定比例向計生部門和鄉鎮撥付計生
經費。

2011年10月，皋
蘭縣計生局將水
阜鄉上繳的 3萬
元社會撫養費直
接用於支付該鄉
人口和計畫生育
服務中心建設配
套費；金塔縣中
東、航太、鼎新
等鄉鎮計生辦將
徵收的社會撫養
費3.1萬元直接用
於維修和購買傢
俱等支出。

皋蘭縣和環縣等2個縣社會撫養費徵收
使用管理辦法均明確規定，按社會撫
養費徵收任務數的80%和90%向縣鄉計
生部門撥付計生經費。2009年至2012
年5月，2個縣共向縣鄉計生部門撥付
1,982.69萬元。



7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9年12月第五十卷第二期

雲南省
會澤、
彝良、
騰沖、
丘北、
金平等5
縣

4,786人。
5個縣共向
1 . 4 2萬人徵
收社會撫養
費6,126.42萬
元

違反規定程式徵收；
未將之全額納入預算管理；部分資金被
截留、挪用；收款票據不規範；違規將
社會撫養費按比例向計生部門和鄉鎮撥
付。

用於部門經費；
幹部個人醫療支
出；接待費、提
成金；用餐費、
鄉村計生幹部補
貼；車輛修理、
公務接待。

5個縣按比例向計生部門撥付計生經費
4,432.65萬元、向鄉鎮撥付1,271萬元。
部分鄉鎮也按固定比例將計生經費撥付
給村委會，個別鄉鎮在村委會交款時即
直接返還，用其他資金墊交縣財政專
戶，待收到撥付款後再扣回。

四川省
岳池、
蓬溪、
渠縣、
威遠、
邛崍等5
縣

3.69萬。
5個縣共向
5 . 7 7萬人徵
收社會撫養
費3.82億元

徵收標準不一；徵收單位自由裁量權過
大；違規下達社會撫養費徵收任務；未
按規定繳入國庫，部分資金被挪用、坐
支；威遠、蓬溪等2個縣10個徵收單位
坐支、挪用社會撫養費575.75萬元。
違規按社會撫養費徵收額的一定比例向
計生部門和鄉鎮撥付計生經費。

威遠縣6個徵收單
位累計未及時上
繳477.87萬元，
用於支付公路項
目拆遷戶養老保
險補助等。
蓬溪縣4個徵收單
位累計未及時上
繳108.3萬元，其
中97.88萬元坐支
用於徵收單位計
生事業支出。

5個縣仍以社會撫養費徵收數額為基
準，按照15%至70%的比例向徵收單位
撥付計生經費。2009年至2012年5月，5
個縣財政共按比例向計生部門撥付計生
經費13321.65萬元，向鄉鎮等徵收單位
撥付計生經費21,922.68萬元。

陝西省
橫山、
靖邊、
西鄉、
臨潼、
商州等5
區縣

872人。
5個縣共向
7,430人徵收
社會撫養費
4,493.32萬元

未按規定標準徵收社會撫養費。徵收單
位自由裁量權偏大。
社會撫養費2,757.79萬元未按規定上繳
國庫，部分資金被挪用、坐支。
靖邊、西鄉、商州等4個縣2009年至
2012年5月實際徵收社會撫養費4477.98
萬元，其中2488萬元納入財政專戶管
理，269.79萬元未上繳財政。
未上繳財政的269.79萬元中，已被鄉鎮
和徵收單位挪用和坐支126.88萬元；現
金管理不規範、公款私存；部分徵收單
位未嚴格按規定程式徵收違規按社會撫
養費徵收額的一定比例向計生部門和鄉
鎮撥付計生經費或返還社會撫養費。

其中：商州、橫
山等2個縣的4個
鄉鎮計生部門坐
支 社 會 撫 養 費
9 5 . 3 8萬元用於
日常經費支出，
商州區楊峪河鎮
挪用社會撫養費
31 .5萬元用於森
林火災撲救人員
的 獎 勵 救 助 支
出。

截至2012年5月，商州、橫山、靖邊、
西鄉等4個縣仍以社會撫養費徵收數額
為基準，按照30%至100%的比例向計
生部門和徵收單位撥付計生經費或返
還社會撫養費。2009年至2012年5月，
上述4縣財政共向計生部門撥付或返還
739.13萬元，向鄉鎮和街道辦等徵收單
位撥付或返還3076.0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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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修水、
泰和、
玉山、
浮梁、
新建等5
縣

7.15萬人。
5個縣共向
5 . 8 8萬人徵
收 社 會 撫
養費 5 . 8 4億
元。

未按規定標準徵收社會撫養費。
部分地方政府和計生部門為完成上級考
核任務，虛報社會撫養費6584.2萬元。
部分縣未按規定及時上繳社會撫養費
5402.67萬元。
違規按社會撫養費徵收額的一定比例向
人口計生部門和鄉鎮、街道辦撥付計生
經費。

修水縣一年徵收
社會撫養費超過
2000萬元，這些
費 用 在 上 繳 之
後，約80%被返
還鄉鎮。在一些
地方，近一半的
計生經費用來支
付勞務費和計生
幹部薪酬福利。
根據修水縣人口
計生委與縣公安
局的「協議」，
每徵收到一名超
生孩子社會撫養
費後，給予縣公
安局200元至400
元不等的「上戶
費 」 。 該 縣 鄉
鎮計生辦向公安
部門畫撥「上戶
費」多達100餘萬
元，數年達到數
百萬元。

2009年至2012年5月，5個縣共按比例向
各縣人口計生委撥付4,535.24萬元，向
鄉鎮撥付45,764.20萬元。如新建縣2009
年至2012年5月，按社會撫養費徵收額
10%比例向縣人口計生委撥付計生經費
1,393.28萬元，按90%比例撥付各鄉鎮
計生經費12,539.49萬元。
修水：計生部門徵收社會撫養費後，全
部上繳縣財政，再由縣裡按60%、20%
和20%的比例分別向鄉鎮計生辦、縣計
生委和全縣公安派出機構返還，而當地
公安機關必須得到計生部門批准後，方
可為超生兒登記戶籍。

湖南新
化、邵
東、湘
潭、沅
陵、鳳
凰等5縣

3.54萬人。
5個縣共向
5 . 7 3萬人徵
收 社 會 撫
養費 3 . 6 3億
元 ， 另 徵
收以前年度
已下達決定
書或立案的
社會撫養費
2 , 1 6 7 . 9 0萬
元。

社會撫養費徵收標準不統一。徵收單位
自由裁量權過大。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
中的不規範問題較為嚴重。部分縣擅自
增設收費專案。社會撫養費6968.13萬
元未按規定繳入國庫，部分徵收單位未
嚴格執行規定的徵收程式。部分資金被
截留、挪用、坐支。違規按社會撫養費
徵收額的一定比例向計生部門和鄉鎮撥
付計生經費。
截至2012年5月，5個縣仍以社會撫養費
徵收數額為基準，按照70%至100%的
比例向徵收單位和計生部門撥付計生經
費。2009年至2012年5月，5個縣共按比
例向計生部門撥付計生經費2,175.88萬
元、向鄉鎮和街道辦事處等徵收單位撥
付計生經費34801.2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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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仙
桃、麻
城、長
陽、鶴
峰和崇
陽等5縣

1.7萬人。
5縣共向1.34
萬人徵收社
會 撫 養 費
1.28億元。

徵收單位自由裁量權較大。社會撫養費
徵收管理中的不規範問題較為嚴重，5
個縣實際徵收社會撫養費12,836.78萬
元，繳入國庫10,063.97萬元，2,772.81
萬元未繳庫。未上繳國庫款項中，被22
個鄉鎮坐支1,685.89萬元；被29個鄉鎮
截留673.56萬元；滯留縣財政局非稅收
入滙繳戶413.36萬元。
部分徵收單位未嚴格執行規定徵收程式
徵收社會撫養費869.32萬元。
違規按社會撫養費徵收額的一定比例向
計生部門和鄉鎮撥付計生經費。
5個縣以社會撫養費徵收數額為基準，
按照90%至100%的比例，向計生部門
和徵收單位撥付計生經費，其中崇陽縣
由縣財政局直接撥付給縣計畫生育執法
大隊和各鄉鎮財政所，其他4個縣由縣
財政局統一撥付縣計生局，再由計生局
按比例撥付各鄉鎮計生辦。
2009年至2012年5月，5個縣共向計生部
門撥付2,106.11萬元，向鄉鎮和街道辦
等徵收單位撥付8,270.65萬元，其中明
確用於計生經費的10,195.51萬元，未明
確規定用於計生經費的181.25萬元。

河北省
河間、
昌黎、
清苑、
欒城和
魏縣等5
縣

1.8萬人。
5個縣共向
3 . 4 7萬人徵
收 社 會 撫
養費 2 . 7 5億
元。

徵收單位自由裁量權大。社會撫養費徵
收管理不規範。社會撫養費5,141.15萬
元未按規定繳入國庫。部分徵收單位元
票據使用不規範。部分徵收單位未嚴格
執行規定的徵收程式。部分縣違規按社
會撫養費徵收額的一定比例向計生部門
和鄉鎮撥付計生經費。
截至2012年5月底，河間、魏縣等2個縣
以社會撫養費徵收數額等為基準，按
照一定的比例向計生部門和徵收單位
撥付計生經費。2009年至2012年5月，
魏縣按照社會撫養費徵收數額的20%
和80%，向縣計生局和各鄉鎮計生部
門撥付計生經費3,266.80萬元，其中縣
計生部門239.57萬元，各鄉鎮計生部門
3,027.23萬元；河間市以各鄉鎮社會撫
養費繳庫數為標準，按不超過80%比例
向各鄉鎮撥付計生經費10,339.83萬元，
向市計生局撥付計生經費4,373.28萬
元。

資料來源：人民網，2013，〈審計署公佈甘肅省5個縣社會撫養費審計調查結果〉，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918/c1004-22967729.html，查閱時
間：2018/09/18；人民網，2013，〈審計署公佈河北省5個縣社會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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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費審計調查結果〉，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918/c1004-
22967750.html，查閱時間：2018/09/18；人民網，2013，〈審計署公佈
湖北省5個縣社會撫養費審計調查結果〉，http://finance.people.com.cn/
n/2013/0918/c1004-22967759.html，查閱時間：2018/09/18；人民網，
2013，〈審計署公佈湖南省5個縣社會撫養費審計調查結果〉，http://
finance.people.com.cn/n/2013/0918/c1004-22967769.html，查閱時間：
2018/09/18；人民網，2013，〈審計署公佈江西省5個縣社會撫養費審
計調查結果〉，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918/c1004-22967784.
html，查閱時間：2018/09/18；人民網，2013，〈審計署公佈陝西省5個
縣社會撫養費審計調查結果〉，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918/
c1004-22967787.html，查閱時間：2018/09/18；人民網，2013，〈審計署
公佈四川省5個縣社會撫養費審計調查結果〉，http://finance.people.com.
cn/n/2013/0918/c1004-22967802.html，查閱時間：2018/09/18；人民網，
2013，〈審計署公佈雲南省5個縣社會撫養費審計調查結果〉，http://
finance.people.com.cn/n/2013/0918/c1004-22967820.html，查閱時間：
2018/09/18；人民網，2013，〈審計署公佈重慶市5個縣社會撫養費審
計調查結果〉，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918/c1004-22967823.
html，查閱時間：201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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